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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

以“大一统”为核心理念的“华夷一体”的

族群观。这一理念可以细化为：天下一统的

疆域观、王权一统的政治观、家国一体的文

化观。隋唐时期，政治格局上的大一统为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以较

强的时代特征融入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

格局之中。毋庸置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方面，隋唐时期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

了“鉴往知来”的作用。

疆域与边界

自战国以来，“九州”即成为古代中国的

代称，这是早期先民的一种基于地理认知基

础上的政治理想。《隋书·经籍志》中，第一

次将“地理”作为单独的分类，这不仅是地

理学的起源，亦是“先王之化民”的政治因

素使然。

受政治上空前大一统格局的影响，隋唐

时期的史学著作撰述的内容虽有不同，但已

自觉地为统治者“总揽天下大势”提供参

考。唐初，《隋书·地理志》在这方面有较多

的探讨，它指出，“体国经野，以为人极”

“分疆画界”是政治统治的传统。到了中晚唐

时期，杜佑在 《通典》 中提出：地理的作用

在于“撮机要”，而非单纯的“辨区域、征因

革、知要害、察风土”等记述性工作；政治

统治的关键在于“四夷从化，即人为治”的

道德理想，疆域与统治的关系为“患在德不

广，不患地不广”。

古代中国的地域辽阔且边界界定多以自

然天险为分隔，极易形成一些地理条件较好

的区域，这些区域的土壤、气候、物产和地

理优势成为优先发展的客观条件，它们在早

期史学著作中得到了相对详细的记载。但

是，随着民族融合与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

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政权之间的了解

与交往也进一步加深。随之而来，崇尚民族

纪事的历史记述，其范围自然而然地有了大

规模的扩展，新发展起来的少数族群的活动

得到了“大一统”理念关照下的准确反映。

在史书中，我们看到了乌桓、鲜卑、蠕蠕、

氐、突厥、铁勒、芮芮虏 （柔然）、吐谷浑、

奚等民族的史传类目，这是此前不会出现的

宏大篇幅。历史发展的进程是由自然到人、

由区域到疆域、由统治范围到边界确认的过

程。其间发生的变革或微调是为中间环节的

统治理路，或曰政权博弈的结果。这一理路

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合乎逻辑的选择，是

势不可挡的自然进化过程。

政治与正统

正统是古代政权存在的理论基石。民族

矛盾凸显时，正统论会有不同的意涵。不可

否认，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民族以及建立的政

权都曾努力争取合法性，竭力以“中华正

统”自居。《晋书》创立了载记的体裁，分别

将前赵、后赵、前燕、后燕等十四个政权，

只称呼为僭伪，而不辨华夷，“既具本纪之纲

领，复有列传之委曲”。其巧妙之处在于，既

解决了以汉族为正统中心的不可质疑性，也

厘清了民族割据状态下写入同一正史的单向

逻辑。针对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动荡的历史研

究，目前学术界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从早

期正史中提出的“五胡乱华”，到民族史学者

所提出的“五胡治华”，乃至“五胡兴华”。

“乱、治、兴”这三个感情色彩逐渐提升的字

眼，体现出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国家发展的

肯定性评价：既孕育出民族融合的萌芽，也

悄悄培育出大一统的萌芽。

大一统思想中包含着正统观念，正统观

念是指能够统一全国的某个政权所具有的承

袭于华夏文化的合法性。来自塞内塞外、草

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大迁移，在带来关系重

组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复杂的族际

关系。在多民族的中国处于多个政权同时并

立的历史时期，正统观念是统治者和史书编

撰者热衷讨论的话题。唐修“五史”较好地

贯彻了“华夷一家”的理念。唐高祖李渊以

“胡越一家”为自豪，唐太宗李世民宣称：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

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华夷平等、胡汉一家的

看法，既是对当时庞大局面的讴歌，也是自

信心态的流露。

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观念逐渐成为

人们共识。唐初修撰的《隋书》，首次按照方

位梳理了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将边疆

与中央的关系、民族分立与统一的问题融入

到了“经略四方”的雄心中。这体现在处理

民族关系的两大原则上：一是从早期的“华

夷之辨”到“以夏变夷”的主张；二是中央

逐步推行羁縻政策、和亲联姻、纳质宿卫、

互市贸易，在必要时候，也不排斥武力征伐。

在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政权的建立者

并非都是汉人，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也渴

望实现“天下之主”的政治秩序，即正统。

“中华”与“夷狄”是可以转变的，刘渊曾以

“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

哉？”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如果从中华民族

共同体形成的时间脉络来看，隋唐时期的地

位得到极大的重视，包括民族历史、民族习

俗、民族政权等，特别是“华夷之辨”强调

“无隔华夷”，展现了民族关系在曲折演化中

走向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向。

文化圈的形成与辐射

在中国古代，“皇帝”作为中原政权元首

的名号，得到其他各民族的认可，因为这代

表着道统、法统、治统的至高无上。中原人

民对“天可汗”的接受，是对游牧民族在心

理和思想上的接受，这意味着各民族之间在

价值理念上实现了深层次的融合，交流、交

往、交融正在走入“深水区”。以海纳百川的

情怀兼容华夏大地乃至域外各民族的思想文

化，以兄弟之邦的情谊对待戎狄蛮夷。大一

统的格局在隋唐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美丽

图景。

在域内，唐朝刚刚建立，新成立的吐蕃

政权与唐王朝存在互相试探的态度，唐高祖

李渊提出了“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

弊，要荒藩服，宜与和亲。”唐朝的和亲性

质，与汉代迫于匈奴的军事压力而开展的和

亲迥然有异。通过和亲，不仅可以加强不同

民族间的交流与文化认同，而且可以换来较

长时期的和平，可以促进彼此价值理念的同

行、同化。松赞干布求娶文成公主的故事，

在官方史书新旧 《唐书》 的 《吐蕃传》 中，

细节记载虽然不多，但体现出吐蕃对大唐繁

荣强盛的倾慕。松赞干布曾经不无骄傲地

说：“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

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

后代。”松赞干布作为当时实力强大的吐蕃首

领，将大唐视为“天朝上国”，说明对于大唐

“天下共主”的认可。与和亲的有效性限于皇

室不同，移民则成为民间的自发行为。仅贞

观年间，移民中原地区的突厥、契丹等民族

人口即有六七十万。此外，中亚、西亚地区

的人亦蜂拥而至，使节、商旅、僧人、贵族

往来穿梭，在为唐王朝带来新鲜血液的同

时，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思想的碰撞更加

活跃。具有开放包容精神的中华文化在接触

异质文化后，有甄别地选择吸收、除旧布

新，使本土文化兼容并包、大放异彩。

在域外，唐王朝在政治生活中对待非汉

民族持完全开放信任的态度，换来的自然是

非汉民族对王朝的强烈认同。《旧唐书·东夷

列传》记载：“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

星。”《旧唐书·李大亮传》：“中国百姓，天

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对于域外关

系的认知，形象地体现出唐人刻到骨子里的

自信。这种自信恰恰是从先秦以来逐步发展

起来的“大一统”的观念，依托帝王之序，

融入到了国家的治理体系中。官员作为统治

群体中的精英，其来源反映了国家取才用人

的态度。有些外国朝贡使者，在长安或洛阳

等繁华都市居住数十年而未归，唐朝政府让

他们自愿选择归国还是留在大唐。《资治通

鉴》记载：“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

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

位，给俸禄为唐臣。”事实上，“胡客无一人

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

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鸿

胪 （寺） 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

十万缗，市人皆喜”。自主选择留下来的部分

胡客被安排进了唐王朝最重要的禁军——神

策军，说明唐朝民族融合程度之深以及民族

成分观念之淡薄。2004 年，西安出土的日本

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也为这一图景提供了

生动的注脚。《井真成墓志》记载，36岁的井

真成“衔命远邦，驰骋上国，蹈礼乐，袭衣

冠”，被授予“尚衣奉御”，尽管这或许只是象

征荣誉的赠官，依然显示了对于“非我族类”

的充分信任。

唐律规定：内附各族及外国人与唐人婚配

所育子女，均为大唐百姓。那些来自异族和域

外的人们乐意与唐人结婚，意味着自愿放弃原

有的身份成为大唐的臣民。长时间居住在中

国，这些异族与域外人士早已实现了“华夏

化”。无论是语言、习惯、观念还是心态，业

已融入了大唐，大唐才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陈寅恪指出：“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

之世局。”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角度看，隋唐

结束了南北对立割据的局面，由分裂纷争状

态下走出来的民族更容易迸发出开放包容的

精神，更容易海纳百川，更容易创造出“和

而不同”的新局面。隋唐王朝的大一统格局

摆脱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冲突为主的基调，

进入了众族融合的新时代。“和而不同”的

理念，不仅促进了多民族共融局面的开创与

拓展，也使得“胡汉一家”的思潮得以流

行。隋唐时期的族群血缘、文化观念、价值

标准的深度融合，不单以政治集团之间的对

立、冲突或武力征伐而停滞，这正是中国在

经历近四百年的分裂对立之后，依然能够建

立规模庞大、人口众多、民族多样的统一王

朝的原因。强盛如隋唐者，在千余年来形成

的民族融合基础上，将更多的族群纳入到了

行政版图中，对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定

鼎的作用。凭借先进的制度、强势的国力、

多元的文化，国家治理的格局以别具风采的

“大唐气象”辐射到了更远的异域与他乡。

习近平总书记博览群书，对古今中外的

名著和文学家如数家珍。据 《习近平在正

定》 记载，他在河北正定工作时，同陆树棠

等友人谈论俄国文学，大家聊到托尔斯泰，

习近平说：“哪个托尔斯泰？”陆树棠愣了一

下，心里想：习书记这么有学问，难道不知

道托尔斯泰的大名？习近平接着说：“俄国有

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列夫·托尔斯泰，写

过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

活》，我读过。还有一个是阿·托尔斯泰，他

是剧作家和诗人。”2014 年 10 月 15 日，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在陀

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之间，他更喜欢托

尔斯泰，更喜欢《战争与和平》。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 19 世

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世界文学

史上享有盛誉。高尔基说：不认识托尔斯泰

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列宁称他是“俄国

革命的镜子”，是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

的“天才艺术家”。《战争与和平》 正是这位

文坛泰斗的代表作，创作于 1863—1869 年，

耗时 6 年，共百万字。故事以皮埃尔·别祖

霍夫和安德烈·保尔康斯基为主角，以保尔

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个

贵族家庭的兴衰荣辱为线索，通过对 500 多

个人物和无数场景的塑造刻画，真实再现了

1805年至 1812年俄、奥、法三国之间的政治

斗争和军事斗争，及由此引发的俄国人民卫

国战争。在小说里，作者注重切换历史事件

画面和个人日常场景，在战争的刀光剑影间

隙插入人民的生活画卷。从婴儿降临人间的

第一声啼哭，到奄奄一息的老人情感最后的

迸发；从窃取自己同伴钱币的小偷的心理，

到英雄主义崇高的冲动和透彻的领悟，书中

应有尽有。

正如罗曼·罗兰对 《战争与和平》 的赞

誉：“我们时代最浩瀚的史诗，是现代的《伊

利亚特》。”然而，尽管同为史诗，托尔斯泰

却摒弃了传统史诗以塑造某个英雄人物为中

心任务的写法，将 《战争与和平》 书写成一

部没有特定英雄人物的现代史诗巨著。因为

他坚信影响历史进程的力量不来源于那些了

不起的历史人物——即使是沙皇亚历山大、

凯撒大帝、拿破仑。书中有这样一条故事线

索：拿破仑亲率六十万大军向俄国不宣而

战。1812 年 9 月，俄军在战争失利撤离莫斯

科后在周边展开运动战，以阻挡法军向南进

军，并从侧面威胁敌人，以达到切断其同后

方联系的目的，还同时补充军队准备反攻。

在敌占区，俄国人民则广泛开展游击战，致

使法军四面受敌，最后弹尽粮绝。随着严冬

逼近，拿破仑企图向南撤退寻找粮食和住

所，被迫于 10月 19日放弃莫斯科，结束了长

达一个多月的烧杀掳掠。拿破仑军队撤退途

中仍不断遭到俄军和游击队追击，最终于 12

月底带着三万残部逃回巴黎。托尔斯泰实际

是在这样一段史实描写中向读者提出一个问

题，影响历史进程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是

来自严寒饥饿这种自然因素吗？不，如果进

行合理分配不肆意劫掠，拿破仑军队在莫斯

科可以弄到足够食用半年的粮草，及全军过

冬的衣物；是来自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的英

明领导吗？不，不论是原地按兵不动，还是

撤退保存实力，他的决策大概率都会遭到沙

皇亚历山大的反对，以及以参谋长别尼生为

首的权斗碾压；是来自拿破仑的决策失误

吗？不，他从进入莫斯科到逃出莫斯科，所

发布的军事、司法、外交和行政等命令都没

有漏洞，而且他这一时期的指挥能力与在埃

及、意大利、奥地利和普鲁士并无二致。

托尔斯泰以细腻的笔触试图启发读者意

识到，这股能够凌驾于皇帝、统帅之上的力

量，来自于无数个皮埃尔式的贵族，他们拿

出巨额财产招募组建民兵团，甚至鼓励家奴

参军；来自于无数个安德烈式的军官，他们

放弃优渥生活为祖国而战，不惜献出年轻宝

贵的生命；还来自于无数个娜塔莎式的女

性，她们关心将士疾苦，甘心为他们服务，

宁愿丢弃财物也要将马车腾出来转移伤兵；

更来自于千千万万面目不清、不知姓名的群

众，他们踊跃参军、组建游击队，在世代耕

种劳作的土地上流血牺牲、痛击侵略者。这

股将皇帝拉下马的力量，是士气，更是民

心。从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到下级军官士兵，

再到广大人民群众，从勇敢机智的游击队员

到杀死数以百计侵略者的村长之妻，还有俘

虏数百名法军士兵的教堂执事，以及亲手放

火烧掉自己店铺的商人，他们不是作为单个

的英雄人物在行动，而是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去打击侵略者。人民群众组成了一个英雄集

体，在战争的历史大背景下以英雄群像出现

在作品中，从而使作品表现出现代史诗更为

恢弘的气魄。

托尔斯泰曾表示他要写的正是“人民的

历史”。《战争与和平》 的伟大之处在于突出

了人民和人民战争的思想。由于拿破仑入侵

所引起的卫国战争，使整个俄罗斯民族各阶

层都被调动起来。在祖国前途命运危在旦夕

的关键时刻，人民奋起抗争，高扬爱国主义

和英雄主义精神。小说深刻地刻画和揭示了

人民是历史进程的决定者：人民战争的棍子

用它全部可怕的威严的力量举起来了，它不

考虑任何人的兴趣和规则，也不顾任何别的

什么， 它带着浑然无知的单纯意味，但是结

结实实地举起、落下， 重重地打击了侵略

者， 直到他们全部被消灭。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文学作品，又更像

一面历史的镜子，告诉我们相较于那些名垂

青史的所谓“大人物”，人民群众身上与生俱

来的朴素的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推动历史

滚滚向前的强大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指出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

的英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

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

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

人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

来的！

《《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人民战争的英雄史诗人民战争的英雄史诗
□□ 王王 雪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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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推进，系统施策，促进中药

生态农业协调发展。中药生态农业注

重整体、协调和循环发展，将立地环

境作为孕育优质中药材的载体。中药

材种类多样，生境多元，广泛分布于

农田生态系统甚至整个生态系统中。

在中药生态农业发展中注重统筹中药

材与“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关系，根

据中药材的生态位，在不同系统层次

上梳理我国常见中药材的基本生态种

植模式。通过生态景观层次上的景观

模式、生态系统层次上的循环模式、

生物群落层次上的立体模式、生物种

群层次上的生物多样性模式以及生物

个体层次上的良种良法模式有力促进

了生态农业综合效益提升。

强化法治思维，保障中药生态农

业长期稳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

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

罚。中药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药与粮、

药与林、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

矛盾一度成为制约中药产业可持续健

康发展的主要因素。中药生态农业大

力发展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一地多

用，有效防止了耕地“非粮化”和

“林草退化”，化解了中药发展中的人

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

盾，极大地减少了相关违法乱纪行

为，在主观和客观层面强化了人民群

众的法治观。

提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推动

落实“双碳”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党中央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

策。当前，中药生态农业通过测土配

方施肥、间套作和拟境栽培等技术手

段积极投身“双碳”工作，在利用干

物质累积固碳增加碳汇的同时，通过

减少投入而极大降低碳排放，降碳效

果十分显著。此外，通过建立中药生

态农业碳汇补偿机制，还可以更好地

发挥中药生态农业的生态功能，并通

过生态功能助力经济功能提升。

〔作者分别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副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社会和生态文明教

研部教授〕


